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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锁定”还是“协同发展”？ 

——关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考察 

刘灿雷 张 静 李计广∗
 

 

 

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双边经贸领域，我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是否促进了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升

级，事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持续响应战略合作及能否深度推进双边经贸关系。本文利用

1998—2018 年的双边贸易数据，基于国际生产分工协同发展的视角和合成工具变量方法，

实证检验我国产品结构升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本文研究表明，在国际生产分

工格局的结构升级方面，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存在消极的“低端锁定”，而是产

生了助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协同发展”作用，具有较强的需求互补效应

和供应链效应。本文研究对于优化“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和深度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

实施具有重要的启示，也是对所谓“中国出口冲击”相关研究的回应。 

  关键词：“一带一路”倡议；贸易冲击；产品结构；协同发展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和顺利推进离不开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而深度挖掘我

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互利互惠机遇，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经贸伙伴关系发展升级，促进

地区经济繁荣稳定，是沿线国家持续响应战略合作和深度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关系的

重要前提。“一带一路”倡议自正式提出后，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切和热烈讨论，世界

各国的媒体、学术界和智库机构，从不同视角围绕“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图、内涵、影

响、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发展前景等议题，发表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欢迎与赞许有

之，疑虑与曲解亦有之(贺方彬，2017)。 

  在双边经贸领域的域外媒体报道方面，一部分观点认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

将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打开新窗口，推动双边经贸规模快速扩大，促进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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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沿线居民的福利水平(贺方彬，2017)；另一部分观点认为“一带

一路”倡议是我国经济的自我救赎，目的在于解决我国国内的产能过剩、结构调整和增

长模式转型问题，沿线国家可能会沦为我国产品的倾销地(马建英，2015； 玥潘 和常小

竹，2017)。在双边经贸领域的智库研究方面，美国和欧盟的智库研究起源早且数量

多，其政策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大。总体而言，欧盟机构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评价较为

积极，认为其有助于提升沿线国家的联通度、增加贸易规模和释放发展潜力，但也担忧

其对现有贸易格局和国家间利益分配问题的影响(王振玲，2019)。相比较而言，美国智

库机构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消极评价较多，将“一带一路”倡议简单地视为我国刺激

国内经济发展和拓展我国商品和服务业出口的政策工具，曲解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核

心理念(田赐，2020)。 

  聚焦双边经贸领域的学术研究，现有研究关注较多的内容包括：第一，“一带一

路”倡议对我国及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效应。李兵和颜晓晨(2018)研究指出，相较于

世界其他地区而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受恐怖袭击的负面影响更

小，从公共安全方面论证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基础。孙楚仁等(2017)、李小帆和

蒋灵多(2020)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振了我国的出口贸易，尤其提高了中西

部地区与沿线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吕越等(2019)则采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数据验证

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此外，Baniya 等(2020)和 Chen 等(2020)分

别利用跨境双边贸易和投资数据研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投资缩短了

沿线国家间的贸易时间和成本，拓宽了跨境投资的空间分布，在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

双边贸易和投资方面同样产生了积极作用。第二，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

融合和协同发展效应。李敬等(2017)运用网络分析方法(Network Analysis)研究发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关系日趋增强，贸易网络密度增加，贸易集中化趋势明

显，贸易竞争加剧，但贸易互补大于贸易竞争。王恕立和吴楚豪(2018)利用世界投入产

出表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 14 个国家的产业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且具有较高的

产业关联度。姚星等(2019)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

融合程度，同样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产业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产业融

合互动的经济圈不断发展壮大。第三，“中国冲击”(China Shock)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影响。近年来，国际学术界涌现了一批针对我国出口高速增长现象的研究。这些

研究认为，我国大规模出口扩张是美国制造业就业大幅下滑的重要因素，并将我国出

口冲击的影响从劳动市场进一步延伸至婚姻、生育、家庭等社会问题领域，并曲解为

“中国综合征”或“中国冲击”(China Shock)(Autor 等，2013；2014；2016；Acemoglu

等，2016；Pierce 和 Schott，2016a；2020；Che 等，2016；Keller 和 Utar，2018)。在此背景

下，Bastos(2020)考察了我国进出口贸易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绩效的影响，发

现来自中国的进口需求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来自中国的出口冲击产生了明显的竞

争效应。 

  综合以上研究可知，虽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规模和产业融合在不

断发展，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经贸领域的域外媒体和智库研究方面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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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相当程度的曲解与疑惑，而关于“中国冲击”的系列学术研究会进一步增强沿线国

家对其同我国深化双边经贸关系的前景担忧，如沿线国家的国际分工是否会陷入产业

融合中的“低端锁定”等。在上述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基于国际生产分工协同发展

的视角，考察我国产品结构升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影响，为深度推进“一带一

路”倡议的实施、优化“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传播和驳斥“中国冲击”的负面结论提供严

谨的政策依据和学术研究。 

二、背景事实与数据说明 

（一）背景事实 

图 1 绘制了“一带一路”沿线 65 个国家对中国的进出口规模
①

。统计数据表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呈现长期的增长趋势。在进口方面，“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从我国的进口额自 1998 年的 262 亿美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7257 亿

美元，增长了 26.7 倍；在出口方面，其对我国的出口额从 1998 年的 211 亿美元，增长 

 

 

图 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 

 数据来源：CEPII-BACI 数据库。 

                                                        
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具体名录见附录 2，读者可扫描本文首页二维码，获取电子版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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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8 年的 4787 亿美元，增长了 21.7 倍。从出口份额来看，我国作为“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出口目的国占其总出口的比重，从 1998 年的 2.7% 增长到 2018 年的 10.2% ，

跃升为其第一大出口目的国；从进口份额来看，我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口

来源国占其总进口的比重，从 1998 年的 3.3% 增长到 2018 年的 15.8% ，同样跃升为其

第一大进口来源国。整体而言，我国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规模最大的贸易伙

伴。然而，随着双边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以及部分境外媒体、智库和学术研究的负面

报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对自身经济的长期发展

问题产生了部分担忧和疑惑，即持续深化同中国的双边经贸关系是否会受到中国产品

的出口冲击，从而陷入国际分工中“低端锁定”的不利地位。换句话说，我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经贸关系从长期来看，到底是产生了“低端锁定”效应还是“协

同发展”效应。本文接下来首先基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的演变态

势进行统计分析。 

  图 2 绘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在出口产品结构方

面，沿线国家对全球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长期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但自 2014 年以

来表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与波动。相比较而言，自 2007 年以来，沿线国家对我国出口

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呈现持续攀升的发展趋势，这表明我国市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图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 

 数据来源：CEPII-BACI 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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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结构升级的需求驱动因素。在进口产品结构方面，沿线国家从全球进口产品的技

术复杂度呈现在区间内小幅波动的趋势，但从我国进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在不断上

升，已高于全球整体水平，表明我国的产品结构升级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了更

多高技术复杂度产品。上述统计事实初步表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互为重要

的贸易伙伴，在双边贸易规模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升级与我国的

产品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协同发展”效应，且并未显现“低端锁定”的演变趋势。 

  （二）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 CEPII-BACI 的跨国双边贸易数据，该数据

是 CEPII 以联合国统计司 UN Comtrade 数据库为基础整理而来，提供了 1998—2018

年全球 200 多个国家 HS6 分位的双边贸易数据，包括进出口国、目的国、贸易金额和

数量。二是 HS6 分位的产品技术复杂度，由 CEPII 提供的 1997 年的产品技术复杂度，

用以构建 HS4 分位的产品结构升级指标。 

三、计量模型与识别策略
①
 

  （一）计量模型 

  本文利用 HS6 分位的产品进出口数据和产品技术复杂度标准，测算 HS4 分位(界

定为产业)的产品结构，据此考察我国的产品结构升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

的影响。具体的回归估计模型设定如下： 

      
1 2

ln ln ln
cit cit cit ct ci cit
y cexup cimup controlβ β γ λ λ ε= + + ⋅ + + +  (1)

 

  其中，下标 c、i、t 分别表示国家、产业(HS4)和年份。被解释变量是 ln
cit
y ，表示“一

带一路”沿线 c 国家 i 产业 t 年的出口产品结构。在国家-行业-年份维度上，存在出口

额或进口额为 0 的情形，为保留 0 值，我们采用 Liu 和 Ma(2020)的做法，对变量加 1

后再取对数。因此，被解释变量的具体表达式为： 

      ln ln( 1)
cit cit
y Y= +  (2)

 

      1997cpt

cit p

p i cit

ex
Y prody

ex∈

⎛ ⎞
= ⋅⎜ ⎟

⎝ ⎠
∑  (3)

 

  其中，下标 p 表示产品(HS6)，
cpt

ex 是“一带一路”沿线 c 国家 p 产品在 t年的出口

额，
cit

ex 是“一带一路”沿线 c 国家 i 产业 t 年的出口额， 1997

p
prody 是 p 产品 1997 年标

准的产品技术复杂度。核心解释变量是 ln
cit

cexup 和 ln
cit

cimup ，分别表示中国对“一带

一路”沿线 c 国家 i 产业 t 年的出口产品结构和进口产品结构，为保留 0 值，我们同样

进行了加 1 后再取对数的处理。具体的表达式为： 

      ln ln( 1)
cit cit

cexup CEXup= +  (4)
 

                                                        
① 本文曾建立了一个简单的贸易一般均衡模型并进行数值模拟，用以解释本文的内在逻辑。考虑到本文是一篇

纯实证类文章，并未进行理论创新，所以我们将该部分删除，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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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n ln( 1)
cit cit

cimup CIMup= +  (5)
 

      1997cpt

cit p

p i cit

cex
CEXup prody

cex∈

⎛ ⎞
= ⋅⎜ ⎟

⎝ ⎠
∑ ,

1997cpt

cit p

cit

cim
CIMup prody

cim

⎛ ⎞
= ⋅⎜ ⎟
⎝ ⎠

 (6)

 

  在基准回归方程(即公式(1))中，
1

β 和
2

β 是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体现

的是我国产品结构升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影响。若
1

β 和
2

β 均大

于 0，则表示我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升

级，在深度推进双边经贸关系上具有明显的“协同发展”效应。若
1

β 和
2

β 均小于 0，则

表示我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抑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升级，双边经

贸关系的国际生产分工会导致沿线国家陷入“低端锁定”的发展困境。Control 是控制

变量，包含：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
1

ln
cit
y − ，用以控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趋

势；我国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的进出口规模 ln
cit

cex 、ln
cit

cim
①

，用以控制进出

口规模对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
ct

λ 是国家-年份固定效应，用以吸收国家特征随时间

变化对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如国家发展水平等。
ci

λ 是国家-产业固定效应，用以

吸收产业特征随国家变化对产品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如国家产业政策等。
cit

ε 是随机

扰动项。 

  （二）工具变量 

  在本文的因果识别框架中，被解释变量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

核心解释变量是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一方面，如图 1 所

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我国的出口额逐年增加，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

出口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因此当“一带一路”国家出口产品结构发生变化时，可能会

带动我国从沿线国家进口产品结构发生变化，即可能存在逆向因果问题。另一方面，虽

然本文控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中的趋势性因素及双边进出口规模，但依旧可

能存在一些遗漏解释变量，既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同时也与我

国对沿线国家的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相关。 

  鉴于此，本文借鉴 Autor 等(2013)和 Bastos(2020)的方法，以我国对其排名前 10

的进口来源国和出口目的国(删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沿线国家重要的贸易伙伴)

的进、出口产品结构分别构建两个核心解释变量的工具变量
②

，具体的表达式如下： 

      ln ln( 1)IV IV

it it
cexup CEXup= +  (7)

 

      ln ln( 1)IV IV

it it
cimup CIMup= +  (8)

 

      10, 1997

10,

ptIV

it p

p i it

cex
CEXup prody

cex∈

⎛ ⎞
= ⋅⎜ ⎟⎜ ⎟

⎝ ⎠
∑ ,

10, 1997

10,

ptIV

it p

p i it

cim
CIMup prody

cim∈

⎛ ⎞
= ⋅⎜ ⎟⎜ ⎟

⎝ ⎠
∑  (9)

  其中，
10, pt

cex 是我国 p 产品在 t 年向排名前 10 国的出口额；
10, pt

cim 是我国 p 产品

在 t 年从排名前 10 国的进口额。在工具变量的构造中，本文试图度量引致我国对“一

                                                        
① 为保留 0 值，同样对贸易额进行了加 1 后再取对数的处理。 

② 本文将每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前 20 大贸易伙伴视为其重要的贸易伙伴，这些国家(地区)与沿线国家的

贸易在沿线国家每年的贸易总额中占比高达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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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路”各国进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外生因素。正如 Autor 等(2013)所述，我国的出口

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的特定要素(specific factor)有关。改革开放后我国生产力快

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制造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带来人均可

支配收入的增长，居民消费能力逐渐增强，对产品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因而促进了生产

端——国内产品结构的调整，最终带动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因此，本文利用我国对

其他国家进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来捕捉我国自身因素导致的进出口产品结构调整，尽

可能排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干扰因素。简言之，由于我国对其他国家及我国对

“一带一路”各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调整的深层次原因主要是我国自身的经济发展，

两者存在明显的相关性，而前者很难影响到“一带一路”各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因此满

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附录 1中表 1 列示了本文所涉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①

。 

四、估计结果与拓展分析 

（一）基准回归 

表 1 报告了式(1)的基准估计结果和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在控制变量中，我们加

入了滞后一期的因变量(lag_y)、进口规模(lncim)和出口规模(lncex)。表 1 第(1)列报

告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 lncexup 和 lncimup 的

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这初步表明，在控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产品自身的结

构变化趋势、双边进出口规模、国家-产业固定效应、国家-年份固定效应以后，我国进

出口至“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产品结构升级对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深化双边经贸合作并不会陷入国际生产分工的

“低端锁定”，而是产生了积极的“协同发展”效应。 

表 1 的第(3)列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估计结果。除了基准回归的控制变

量之外，我们还控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构建工具变量所用的国家之间贸易额

(lnbrtra)，以缓解沿线国家与工具变量国家之间的贸易对沿线国家出口产品结构调整

的影响。这表明，核心解释变量 lncexup 和 lncimup 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正。工具变

量的估计结果表明，在进一步控制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旧成立：中

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升级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导致“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带动了沿线各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这进一

步表明，在我国生产技术和产品结构升级的快速发展阶段，“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同我

国的双边贸易不仅不会将自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反而有助于本国在国际

生产分工中的产品结构升级。 

表 1 的第(2)列报告了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两个核心解释变

量各自对应的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统计上显著，验证了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相关

性。此外，两个工具变量的 F 统计量均远超过了 Staiger 和 Stock(1997)弱工具变量检

                                                        
① 作者可扫描本文二维码，获取电子版附录。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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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临界值 10，故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表 1 基准回归与工具变量回归 

 (1) (2) (3) 

 OLS 2SLS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ln y lncexup lncimup ln y 

lncexup ***0.0051***   ***0.0026*** 

 (7.546)0   (4.115)0 

lncimup ***0.0074***   ***0.0047*** 

 (9.442)0   (9.036)0 

lncexup_iv  ***0.7947*** *-0.0159***  

  (22.400)00 (-4.957)00  

lncimup_iv  **0.0021** ***0.7737***  

  (2.398)0 (24.568)00  

lag_y ***0.3295*** ***0.0390*** ***0.0866*** ***0.3301*** 

 (16.268)00 (5.112)0 (4.509)0 (16.237)00 

lncim *-0.0061*** *-0.0081*** ***0.1966*** *-0.0040*** 

 (-9.134)00 (-7.049)00 (7.412)0 (-8.057)00 

lncex *-0.0023*** ***0.1053*** -0.0011** *-0.0011*** 

 (-5.974)00 (5.322)0 (-0.621)00 (-3.116)00 

lnbrtra  *-0.0013*** -0.0020** 0.0001 

  (-2.773)00 (-2.627)00 (1.086)0 

国家×产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81074 681074 681074 681074 

adj. R2 0.9060 0.9480 0.9850 0.1120 

注：***、**、*分别表示 1%、5%、10%的统计显著性水平，括号内数值为方差聚类(国家维度)调整后对应的 T

统计量。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①
 

1. 工具变量的再检验 

在衡量我国进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中，除前文所述的工具变量外，与 Bastos(2020)

的做法类似，本文选取了不同的进口来源国与出口目的国构造工具变量。具体而言，本

文选择了我国前 20 大出口目的国和进口来源国(不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重

要的贸易伙伴)，以及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其重要的贸易伙伴以外的所有国家构

造工具变量，同样控制了沿线国家与工具变量国家间的贸易额(lnbrtra)。正如上文所

述，我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主要源自国内生产力发展及本国的经济增长，因此改

变构造工具变量的出口目的国和进口来源国理应不会改变回归的估计结果。其回归结

果如附录 1 的表 2 所示，无论是以排名前 20 的国家还是所有国家(均不包括“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及其重要的贸易伙伴)构造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均与基准回归一致，表明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可信的。 

2. 间接效应的再检验 

我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在一些国家的总出口中占据了较大

                                                        
① 为节省文章篇幅，稳健性检验的图表请见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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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比如 2018年我国在蒙古国的出口中所占份额高达 82% ，在土库曼斯坦的出口中

所占份额高达 77% 。这存在一种可能，即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出口的产品结

构升级有可能只是带动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对我国出口的产品结构升级，因为我国

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出口中所占份额较大。那么，相较于产品结构升级的直接带

动效应，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升级是否存在间接影响，即是否改善

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世界(不包括中国)的产品结构。为此，本文剔除沿线各国

对我国的出口，重新构造“一带一路”各国的出口产品结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

结果如附录 1 的表 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 lncexup 和 lncimup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从间接效应方面进一步验证，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的确

拉动了沿线国家整体的产品结构升级。 

3. 变量设定方式的再检验 

为保留国家-行业-年份维度进口额或出口额为 0 的样本数据参与回归估计，我们

对前文的回归变量均进行了加 1 后再取对数的数值处理，为验证本文研究结论的成立

并不依赖于这种特定的变量设定方式(specific measurement)，接下来本文采取 Liu 和

Qiu(2016)的做法，在仍保留 0 值样本的条件下改变变量的设定形式。具体做法是，以

被解释变量为例，将文中的所有变量均以新形式进行设定： ( )2
ln ln 1

cit cit cit
y Y Y= + + ，回

归结果如附录 1 的表 4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均显著为正，

这表明本文的基本结论不随变量设定方式的改变而改变，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4. 遗漏解释变量的再检验 

接下来，我们通过随机分配法就本文的遗漏变量问题进行安慰剂检验。如果本文

的识别策 略仍然存在遗漏变量 ，那么回归模 型 的 实 际残差项
cit cit cit

omitε φ μ= + ，

(ln , | ) 0
cit cit

Cov cexup omit control ≠ ， (ln , | ) 0
cit cit

Cov cimup omit control ≠ ( control 为控制变

量)。如果存在遗漏变量偏差，此时的估计系数是有偏的，即
1 1 1

ˆβ β φκ= + ，
2 2

ˆβ β= +  

2
φκ ，

1

(ln , | )
0

(ln | )
κ = ≠cit cit

cit

Cov cexup omit control

var cexup control
，

2

(ln , | )
0

(ln | )
κ = ≠cit cit

cit

Cov cimup omit control

var cimup control
。 

反之，如果不存在遗漏变量问题，那么 0φ = ，此时估计系数等于真实值
1 1

ˆβ β= 、

2 2

ˆβ β= 。 

由于不能直接检验φ 是否为 0，我们通过随机分配的方法进行间接检验。具体做法

是，我们将核心解释变量 ln
cit

cexup 和 ln
cit

cimup 在国家、行业、年份维度随机分配，然后

再次进行回归估计。此时，由于每个国家、行业、年份对应的技术复杂度不是真实值，

理应不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即
1

β 与
2

β 理应为 0。如果实际估计结果
1

ˆβ 与
2

ˆβ 的确

为 0，则可以推断 0φ = ，说明不存在遗漏变量。附录 1 的图 1绘制了 500次随机分配并

进行估计后得到的
1

ˆβ 、
2

ˆβ 的分布。与表 1 工具变量回归的估计系数
1

β ＝0.0026、
2

β ＝
0.0047 相比，

1

ˆβ 、
2

ˆβ 均是以零为中心的分布，且 500 次的估计系数值均明显小于真实

值。因此，随机抽样的安慰剂检验表明本文的识别策略不存在明显的遗漏解释变量问

题，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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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本文的估计结果是否由某些国家的产品结构升级所主导？我们采用随机抽

样的方法再次检验国家或产业(HS4)的异常值问题。具体而言，我们随机删除 5% 的国

家或产业(HS4)样本，然后基于删除后的样本进行估计，得到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

数，将这一过程重复 500次。如附录 1 的图 2 和图 3所示，删除异常值的估计结果均以

基准结果为中心，分布情况高度集中且显著不为 0。这表明基准回归的估计结果不存

在国家或产业(HS4)的异常值干扰，本文的研究结论是有效的。 

（三）影响机制 

1. 供给竞争效应与需求互补效应 

我国的产品结构升级如何提升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升级？本文试图从供给竞争

与需求互补两个角度来考察我国的产品结构升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

升级的影响机制。在供给竞争方面，我们基于两国出口产品的相似度指标估计我国产

品的出口竞争，如果两国某一产业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越大，则表明两国在该产业的产

品结构越接近，两国的双边经贸关系在这一产业主要体现在供给竞争方面；在需求互

补方面，如果某一产业内一国的进口与另一国家的出口的相似度指数越大，则表示两

国 在该产 业 的 双 边 经 贸 关 系主要 体 现 在需求互补方 面 。本文根据 Finger 和

Kreinin(1979)的方法测算进出口相似度指标，具体如下： 

      
98

min[ ( ), ( )]
ci p p

p i

sx x z x c

∈

=∑  
(10)

 

  其中， ( )
p

x z 和 ( )
p

x c 是 1998 年中国(z)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c)i 行业内 p 产品

的出口比重。如果中国(z)和该国(c)在行业 i 的出口产品分布完全相同，则出口相似度

98ci
sx 为 1；如果两者完全不同(例如 ( ) 0

p
x z > ， ( ) 0

p
x c > )，则出口相似度

98ci
sx 为 0。出

口相似度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0～1，值越大表示两个国家 i 行业的供给竞争效应越大。

与之类似，进口相似度指数为： 

      
98

min[ ( ), ( )]
∈

=∑ci p p

p i

sm m z x c  
(11)

 

  其中， ( )
p

m z 是 1998 年中国(z)i 行业内 p 产品的进口比重， ( )
p

x c 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c)i 行业内 p 产品的出口比重。如果中国(z)在 i 行业的进口分布和该国(c)i

行业的出口分布完全相同，则进口相似度
98ci

sm 为 1；如果两者完全不同(例如

( ) 0
p

m z > ， ( ) 0
p

x z = )，则进口相似度
98ci

sm 为 0。进口相似度指数的取值范围为 0～1，

值越大表示两个国家在 i 产业的需求互补效应越大。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核心解释变

量 ln
cit

cexup 与出口相似度指标
98ci

sx 相乘，用以捕捉我国产品结构升级在出口方面的供

给竞争效应；将核心解释变量 ln
cit

cimup 与进口相似度指标
98ci

sm 相乘，用以捕捉我国产

品结构升级在进口方面的需求互补效应。其具体的测算公式如下： 

      
98

ln
cit cit ci

supcexup cexup sx= ×  (12)
 

      
98

ln
cit cit ci

demcimup cimup sm= ×  (13)
 

  在估计供给竞争和需求互补效应时，其对应的工具变量为： 

      
98

ln
IV IV

cit cit ci
supcexup cexup sx=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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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ln
IV IV

cit cit ci
demcimup cimup sm= ×                 (15) 

该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我们可以发现，核心解释变量 supcexup 和 demcimup 的

估计系数在 OLS 和 2SLS 的回归中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在产品结构升级的协同发展方面，出口产品的供给竞争效应和进口产品的需求互补效

应均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2 供给竞争与需求互补效应 

 (1) (2) (3) 

 2SLS 

 
OLS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ln y supcexup demcimup ln y 

supcexup ***0.0042***   ***0.0789*** 

 (6.548)0   (4.512)0 

demcimup ***0.0031***   **0.0386** 

 (6.542)0   (2.404)0 

supcexup_iv  ***0.0597*** *-0.0150***  

  (12.742)00 (-3.086)00  

demcimup_iv  ***0.0036*** ***0.0145***  

  (2.976)0 (6.686)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产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81074 681074 681074 681074 

adj. R2 0.9060 0.9690 0.8770 0.0300 

 

2. 垂直生产效应和水平竞争效应 

在全球产业链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中间品贸易已经成为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生产

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企业层面，中间品贸易使企业获得研发成果的跨国溢出，帮助企

业在生产过程中获得先进的技术；在国家层面，中间品进口通过投入产出效应提升进

口国的生产率(Coe 和 Helpman，1995；Schindler 和 Beckett，2005)。中间品贸易使各国

参与产品生产的不同阶段，体现了不同国家在同一产品价值增值链上的垂直关系，而

消费品贸易主要反映了各国在产品市场上的竞争关系(盛斌和马涛，2008)。因此，我们

将产品进行分类，按照联合国广义分类法(BEC)标准将产品划分为资本品、中间品及

消费品，然后将资本品和中间品归为一类样本，将消费品归为另一类样本，据此从垂直

生产效应和水平竞争效应方面考察我国产品对“一带一路”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影

响。其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在资本品和中间品的估计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

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产业链上的垂直分工模式促进了

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升级；在消费品的估计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 lncexup 的估计系数

显著为正，这表明我国出口产品产生了积极的竞争促进效应，促进了沿线国家的产品

结构升级。同时，消费品中 lncimup 的估计系数也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这表明除了水

平竞争效应外，我国的大市场也为沿线国家产品结构升级提供了发展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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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分析 

 资本品与中间品 消费品 

 (1) (2) (3) (1) (2) (3) 

 OLS 
2SLS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OLS 

2SLS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ln y lncexup lncimup ln y ln y lncexup lncimup ln y 

lncexup ***0.0042***   ***0.0018*** ***0.0071***   ***0.0038*** 

 (5.585)0   (3.084)0 (4.730)0   (3.013)0 

lncimup ***0.0075***   ***0.0047*** ***0.0060***   ***0.0034*** 

 (8.719)0   (7.947)0 (4.107)0   (3.264)0 

lncexup_iv  ***0.7937*** *-0.0172***   ***0.7773*** *-0.0155***  

  (19.976)00 (-4.488)00   (22.986)00 (-3.429)00  

lncimup_iv  0.0015 ***0.7748***   0.0023 0.7545***  

  (1.212)0 (23.964)00   (0.932)0 (23.160)0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产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423795 423795 423795 423795 202492 202492 202492 202492 

adj. R2 0.8950 0.9500 0.9840 0.1070 0.9290 0.9440 0.9860 0.1580 

 

（四）差异性分析
①
 

1. 行业资本密集度差异 

根据新古典贸易理论，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是不同国家之间发生贸易的源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在样本期

间内，我国的比较优势在不断动态调整，在出口份额中资本密集型产品比重不断上升，

劳动密集型产品比重逐步下降(魏浩等，2015)。基于我国比较优势逐渐演变的趋势，我

们基于行业的资本密集度考察我国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升级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

口品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是否在行业间存在差异。具体而言，我们将是否为资本密集

型行业作为哑变量并与核心解释变量交乘，估计结果如表 4 的前两列所示。相比于劳

动密集型行业，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在资本密集型行业更大，这一估计

结果回应了前文垂直生产效应的研究结论，资本密集型产品通过中间品进出口体现区

域生产协作与产品结构升级的协同。 

2. 行业技术水平差异 

随着我国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增强，我国进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在同步提升。样本

期内我国进口产品中低技术产品所占份额大幅下降，高技术产品份额大幅增长；在出

口方面，以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为代表的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在出口中的占比持

续上升(魏浩等，2016；江小涓，2019)。基于此，我们依据 OECD 制造业技术划分标

准，将行业类型区分为高技术行业与低技术行业，将是否为高技术行业设为哑变量并

与核心解释变量交乘，进一步考察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产品结构协同发展

作用是否在不同技术水平的行业间存在差异，估计结果如表 4 的最后两列所示。我们

                                                        
① 为节省篇幅，部分差异性分析的估计结果请见附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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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发现，我国进口品的产品结构升级在高、低技术行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出

口产品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无差异，而我国出口品的产品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在高技

术行业更大。这再次印证了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区域生产分工中存在的垂直生产效

应，同时也表明我国向沿线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对沿线国家的产品生产产生了外溢与

示范效应。 

表 4 行业差异性分析 

 行业资本密集度 行业技术水平 

 (1) (2) (3) (4) 

 OLS IV OLS IV 

 ln y ln y ln y ln y 

lncexup ***0.0041*** ***0.0021*** ***0.0035*** ***0.0016*** 

 (7.312)0 (3.857)0 (6.095)0 (2.999)0 

lncimup ***0.0071*** ***0.0046*** ***0.0072*** ***0.0046*** 

 (9.179)0 (8.470)0 (9.414)0 (8.652)0 

lncexup×cap ***0.0023*** *0.0012*   

 (3.629)0 (1.919)0   

lncimup×cap **0.0005** 0.0002   

 (2.315)0 (1.186)0   

lncexup×htech   ***0.0430*** ***0.0450*** 

   (4.975)0 (3.762)0 

lncimup×htech   *0.0010* 0.0005 

   (1.792)0 (1.159)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产业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国家×年份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681074 681074 681074 681074 

adj. R2 0.9060 0.1120 0.9060 0.1130 

 

  3. 国家间发展差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量众多，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巨大差异，不同国家在

工业化程度、竞争优势、产品结构上往往存在差异。部分国家工业化水平较高，在技术

复杂度较高的产品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部分国家工业化程度较低，在劳动密集型产

品、初级产品上具有竞争优势。因此，在面对国际产品的进口竞争和出口需求时，由于

不同国家自身的发展程度不同，国家间的产业协同发展效应可能有所差异。基于各国

间的发展差距，本文进一步考察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协同发展效应的差异

性。本文根据 1998 年人均 GDP，将人均 GDP 是否高于中位数设为哑变量并与核心解

释变量交乘，回归结果如附录 1 表 5 的第(1)列和第(2)列所示
①

。从其中可以发现，工

具变量估计中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这表明我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对沿线国家产品

结构升级产生了普遍的促进作用，这可能与我国拥有较为完善的产业链以及多年持续

进行产业升级有关，即我国的产品有能力服务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因此我国产品

结构升级能够通过需求互补机制、中间品垂直生产效应以及市场竞争促进效应等多种

                                                        
①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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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促进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产品结构升级。 

4. 国家间人力资本差异 

人力资本作为开展技术研发活动的重要基础和依托，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一

个地区的劳动者技能水平(周茂等，2019)。因此，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国家拥有更多的

高技能劳动者，增强本国的技术研发能力，推动技术进步，实现产业升级，对本国出口

产品技术复杂度产生积极影响(Schott，2008；阳立高等，2018)。因此，本文接下来研究

了我国与“一带一路”各国产品结构的协同发展作用是否在人力资本不同的国家存在

差异。根据 1997 年各国的人力资本指数，将人力资本指数是否高于中位数设为哑变量

并与核心解释变量交乘，回归结果如附录 1 表 5 的第(3)列和第(4)列所示
①

。我们发

现，我国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对不同人力资本的国家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

进口的需求刺激作用在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国家作用更大，这可能是因为人力资本水

平较低的国家期初时，其产业内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更低，因此其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空

间更大，我国的需求升级、大市场效应对其提升技术复杂度、促进产品结构升级的影响

相对而言也更大。 

5. 营商环境差异 

一个国家营商环境的好坏决定了该国企业的外部经营环境，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

决策。例如，完善的规章制度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中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程度，从而促

进企业的创新(Liu，2016)；知识产权保护激励企业敢于投入资源进行创新，进而加大

产品研发力度并促进产品升级(Romer，1990)。考虑到各国营商环境的差异是否导致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之间的产品结构协同升级效应存在差异，我们将 2005 年

世界银行对各国营商环境的项目打分进行简单平均，最终得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

营商环境得分，并将营商环境得分是否高于中位数设为哑变量并与核心解释变量交 

乘
②

。根据附录 1 表 6 的第(5)列和第(6)列可知，相比营商环境得分较低的国家，我国

的出口产品结构升级对营商环境得分较高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产生了更大的促

进作用，这表明较差的营商环境抑制了我国的产品产生的垂直生产效应。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自“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提出以来，2013—2018 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货物贸易总额超过 6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 4% ，高于同期我国对外贸易增速，占我国货

物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 27.4% 。“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地和顺利推进离不开沿线国家

的积极响应，而深度挖掘我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互利互惠机遇，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经

贸伙伴关系的发展升级，促进地区经济繁荣稳定，是沿线国家持续响应战略合作和深

度推进“一带一路”经贸关系的重要前提。与此同时，虽然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① 数据来源：Penn World Table 9.1 版。 

② 世界银行从 2005 年起为各国的营商环境进行项目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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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经贸规模不断扩大，产业融合度在不断提升，但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双边经贸领域的合作，部分域外媒体和智库仍存在相当程度的曲解与疑惑。为此，本文

基于国际生产分工协同发展的视角，考察我国产品结构升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影响，为深度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驳斥

“中国冲击”的负面结论提供严谨的政策依据和学术研究。 

本文研究表明，第一，我国的进出口产品结构升级促进了沿线国家的产品结构升

级，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并不存在消极的“低端锁定”，而是产生了助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协同发展”作用。工具变量检验、间接效应的稳健性

检验和遗漏解释变量的安慰剂检验等估计结果均验证了本文的研究结论。第二，我国

与沿线国家产品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需求互补和供应链效应方面，产品结

构升级的协同发展作用与行业间的资本密集度和技术水平以及国家间的发展水平、人

力资本和营商环境密切相关。 

本文的研究启示如下。第一，政治互信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战略合作的基础和

前提，部分境外媒体和智库的质疑和曲解是阻碍“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的重要因素，应

强化对境外质疑和曲解的相关研究，驳斥“中国冲击”的负面结论，用事实依据优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传播，促使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达成政治互信，努力

塑造合作共赢的发展理念。第二，全球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显著，我

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理应进一步深度推进双边经贸

合作，创新贸易方式以提高合作水平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用中国方案

为破解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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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it has received exten-

sive attention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field of bilateral economy and trade，

when trade scale between China and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 keeps increasing，

whether bilateral trade promote those countries’ product structure upgrade matters. Using bilateral 

trade data from 1998 to 2018，we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of the upgrade of China's prod-

uct structure on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etic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division and composite instrument variable method. This 

paper shows that in terms of structural upgrade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production，there 

is no negative low-end lock between China and "One Belt and One Road" countries，but a syner-

getic development effect which promotes the upgrade of their product structure by strong demand 

complementary effects and supply chain effects. The results not only enlighten us to optimize the 

exter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to promote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deeply，but also respond to the so called "China Export Shock". 

Keywords："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Trade Shock；Product Structure；Synergetic De-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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